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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年来，中国个人慈善捐赠事业发展迅速，有必要对国内个人捐赠行为进行深入的
探究与思考。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使用Ｔｏｂｉｔ模型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慈善
捐款行为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捐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
市居民中个体的教育水平与捐款行为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本科学历的比没有本科学
历的每年有更多的捐赠额度。但是教育水平对慈善捐赠的影响程度可能随着捐赠领域的不同而
有所差异。工作收入的增加也会导致个体的捐款额度相应的增加，但在所捐赠的钱占其工作收
入的比例上，收入较低的城市居民要高于收入中等的群体，表明相对捐款额度和工作收入之间呈
现典型的Ｕ型关系。职业与捐款之间亦有显著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可能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尚存
的“单位人”效应，表明在后单位制时代，体制动员因素在捐款方面仍然保持着显著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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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慈善事业具有调节收入分配、提升社会凝聚
力、增强社会互信等功能，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
的促进作用。伴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发展，自由流
动社会资源开始出现，经济高速发展，同时贫富差
距增大，这些都为慈善捐赠的发育创造了基础条
件。而近年来，从希望工程到汶川地震再到免费午
餐，慈善捐款逐渐走入广大的社会公众群体，而国
家也逐渐放开社会进入公益慈善事业的空间，整体
呈现出慈善捐赠事业快速发展的格局。

２００７年，中国大陆的捐赠总额为３０９亿元；

２００８年由于汶川地震的影响，捐赠总额超过１０７０
亿元，其中个人捐赠４５８亿元；２００９年捐赠总额达
到５４２亿元（郑远长、彭建梅、刘佑平，２０１０）；而到
了２０１０年，捐赠总额达到１０３２亿元（孟自强、彭建
梅、刘佑平，２０１２）。虽然个人捐赠在赈灾中集中爆
发，但不同于美国个人捐赠占８０％左右的格局（王
名，２００２），国内一般情况下以企业捐赠占主导，

２０１０年个人捐赠占２８％，属于历年较高水平（孟自
强、彭建梅、刘佑平，２０１２），捐赠总额也达到了

２００８年巨灾情况下的规模。在这种格局下，需要
我们对国内个人捐赠行为进行深入的探究与思考，

以期为科学发展我国慈善捐赠事业提供事实依据。

现有文献一般从如下两个视角来解释慈善捐

赠。第一，经济学视角。此视角将慈善捐赠行为视
为追求某种偏好的理性行为。作为一个 “理性
人”，捐赠者通过慈善捐赠来获得某方面的满足或
者内心的愉悦。“利他”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一
种交换，捐赠人旨在通过捐赠来提升自己的福利
（Ｈａｌｆｐｅｎｎｙ，１９９９）。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
为：经济学模型的首要功能是解释自由市场上的物
品和服务，因此不适用于解释志愿部门的行为和活
动的（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０）。第二，结构和主观性视角。

此视角包括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对行为的解释。

Ｌｌｏｙｄ（１９９３）认为慈善捐赠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密
切相关，是一个国家历史、经济、政治和宗教力量的
综合产物。Ｊａｓ（２０００）认为慈善捐赠是一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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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济和社会价值的交换过程，受私利和利他动机
的驱动。任何没有考虑这种交换两面性的方法将
难以作出好的解释。
国内现阶段的文献往往将企业捐赠行为和个

体捐赠行为分开研究。围绕着个人捐赠行为，国内
学者从宏观层面探讨了慈善捐赠与社会宗教文化

的关联（王振耀，２０１２；刘培峰，２０１２）、微观层面则
讨论了捐赠的动机（侯俊东、杜兰英，２０１１）、个体捐
赠的历史和发展现状（黄丹、姚俭建，２００３；曾桂林，

２００８；陈旭清、曲纵翔，２０１２）等多个方面。实际
上，现代的个人捐赠行为与以往社会中的传统捐赠
行为有着重要的区别，现代慈善捐赠既得益于传统
慈善文化的培育，同时也受现代公共意识、公民意
识的滋养。慈善捐赠既要有相关的价值理念，也需
要一定的教育、收入、社会资本以及合适的激励促
进环境。
社会经济地位（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ｕｓ，ＳＥＳ），

即个体在某一特定等级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在认识
和解释社会现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社会经
济地位的测量一直是困扰研究者的一个难题，国外
学者于上世纪４０年代开始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
成果。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美国社会学家奥蒂斯·
达德利·邓肯（Ｄｕｎｃａｎ，１９６１）基于职业声望，利用
职业平均收入和平均教育水平的加权和所得到的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国内有代表性的研究为李春
玲（李春玲，２００５）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
究”的调查数据对中国社会经济地位测算的研究。
根据中国国情，李春玲对邓肯的研究进行了改进，
主要是在计算公式中增加了和职业有关的变量。
但是鉴于如下两点，本文不采用单一的综合性指标
来测量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第一：单一的综合指
标，无法使研究者评估各个分量（收入、教育和职
业）在解释慈善捐赠行为上各自的重要性。第二：
在构建单一的综合指标时，很难找到适用于慈善捐
赠行为研究的权重。

二、文献综述

从国际文献来看，个体的基本特征（人口统计
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等）与其捐款行为
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比较系统深入，但是其中大部
分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一般欠发
达社会尚未培育出成型的慈善事业。我国学者对

于慈善捐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慈善组织的管理体

制与运行机制方面，微观层面的研究非常少见。鉴
于我们使用教育、收入和职业三个指标来刻画个体
的经济地位，因此下面分别从教育、收入和职业三
个方面来回顾有关文献。

（一）教育与捐款
现有的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教育和慈善捐赠

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例如Ｂｒｙａｎｔ等人（Ｂｒｙ－
ａｎｔ，Ｊｅｏｎ－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Ｋａｎｇ，＆Ｔａｘ，２００３）基于美国
成人的捐赠和志愿服务数据，发现教育水平越高的
被访者其捐款的可能性就越大。除了对教育和捐
款之间的整体关系进行考察外，很多学者又进一步
研究了教育对不同领域捐款的影响。比如 Ｙｅｎ
（２００２）对美国家庭慈善捐款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
教育与世俗捐赠正相关，但是和宗教性质的捐赠没
有显著关系。Ｓｒｎｋａ和Ｅｃｋｌｅｒ（２００３）利用澳大利
亚的相关数据发现，教育与环境动物保护、发展援
助、人权领域的捐款有显著正相关，但是与健康照
顾领域的捐款则为负相关。Ｂｅｋｋｅｒｓ和Ｄｅ　Ｇｒａａｆ
（２００６）则研究了被访者所学专业对其捐款行为的
影响，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社会工作、农
业等专业毕业的学生更为慷慨。
由于中国大陆慈善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所以

尚未形成对慈善捐赠较为系统的研究。微观层面
较为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张网成（２０１０）在北京、杭
州、哈尔滨、昆明等城市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
用描述统计刻画了捐赠个体的主要特征。罗公利、
刘慧明、边伟军（２００９）与刘武、杨晓飞、张进美
（２０１０）分别探讨了山东、辽宁两省居民慈善捐赠的
影响因素，均发现教育水平对慈善捐款有显著的正
向 影 响。台 湾 学 者 Ｓｈｉｈ－Ｙｉｎｇ　Ｗｕ，Ｊｒ－Ｔｓｕｎｇ
Ｈｕａｎｇ和Ａｎ－Ｐａｎｇ　Ｋａｏ（２００４）对台湾地区的捐
赠行为进行研究，发现户主具有大学学历并且处于
已婚状态的家庭比其他家庭会捐更多的钱，但是教
育与捐款可能性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二）收入与捐款
收入与慈善捐赠关系较为典型的研究发现是

所谓的Ｕ型曲线，即，如果以捐款额度占家庭收入
的比例来衡量慷慨程度，那么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
家庭要比中间收入家庭慷慨（Ａｕｔｅｎ，Ｓｉｅｇ，＆
Ｃｌｏｔｆｅｌｔｅｒ，２００２）。对于这个非常有趣的结果，美
国学者的解释为：高收入群体捐赠多是因为美国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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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文化的影响，而低收入群体捐赠较多是因为宗教
信仰或者是因为部分家庭收入虽然低，但是资产较
高。Ｊａｍｅｓ和Ｓｈａｒｐｅ（２００７）认为这种Ｕ型曲线的
形成是由于５％的高度忠诚（捐赠额度等于或者高
于家庭税后收入１０％）的捐赠家庭的分布不平衡
导致。虽然低收入家庭中参与捐赠的比例不大，但
是其中高度忠诚的捐赠家庭较多。当然，也有不同
的声音，Ｓｃｈｅｒｖｉｓｈ和 Ｈａｖｅｎｓ（１９９５，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这种 Ｕ型关系进行了质疑，
认为随着收入的升高，捐款额度占家庭收入的比例
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此外，一些学者从经济学视
角研究了捐赠的收入弹性。Ａｕｔｅｎ等人（２００２）利
用美国数据研究发现，持久收入的弹性系数介于

０．４０和０．８７之间，而暂时收入的弹性系数介于０．
２９和０．４５之间。Ｂｅｋｋｅｒｓ（２００４）发现荷兰的捐款
收入弹性为０．１９。
国内关于个人捐款对个人收入之间关系的大

样本实证研究很少，且这些研究很多都停留在证明
两者的相关关系上，没有对两者之间的 Ｕ型曲线
关系提出支持或质疑。中国学者马小勇等基于经
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建立了分析慈善行为的
数学模型，根据该模型，推导出影响慈善行为的基
本因素为收入、偏好和支出（马小勇、许琳，２００１）。

（三）职业与捐款
相比于教育和收入，现有的关于职业与捐款之

间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但大多数的相关研究都证明
了职业与捐款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关系，不同群体
之间的捐款表现不同（Ｋｏｔｔａｓｚ，２００４）。
在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职业对捐款行

为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与西方国家的影响不
同，是一种“单位人”的特殊效应，职业在很多情况
下代表着“单位人”，其背后代表着一种社会动员及
团体的参与，国内学者毕向阳等研究了单位动员的
效力与限度对我国城市居民“希望工程”捐款行为，
发现体制内个体捐款次数相比于体制外较多，而体
制外个体单次捐款额度较高（毕向阳、晋军、马明
洁、何江穗，２０１０）。
也有研究表明，人们把单位放在了捐款中介的

首位，其次是社区街道和慈善组织，可见单位是人
们进行捐赠的主要媒介之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不过也有研究表明职业与捐款并不显著，其中可能
是由于职业划分标准不一的问题，且随着我国社会

的发展，这种“单位人”类型的捐款行为正在弱化，
尤其是体制外的捐赠，可能出现更为多元的特质
（刘武、杨晓飞、张进美，２０１０）。而国内个体职业与捐
赠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

三、数据和描述统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公民公益行为数据库。

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其问卷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１２月在
中国２７个城市获得。有效样本包含５３５２户家庭，

１４２１０个个人。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
第一阶段是城市的抽取。综合考虑区域分布、人口
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因素，全国共抽取了

２７个城市。第二阶段是社区的抽取。分别在每个
抽中的城市抽取四个社区，这四个社区分别是老旧
社区、商品房社区、单位大院和保障房社区。数据
收集方法为调查员入户面访。数据包含了丰富的
个人基本信息、家庭收入、支出、公益行为和意愿、
工作、健康等信息。职业变量是本研究的一个关键
变量，本文所用样本为有工作的被访者，有效样本
为２５３８个个人。

（二）变量
本文所用的因变量为捐款额度，问卷问题为

“过去一年，您一共捐款多少元？”计量模型中的控
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户口、宗教信仰、政治
面貌、健康、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是否有有产权的
住房、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互助行为、被访
者在本社区的居住时间（年）、所居住社区类型以及
城市相关政策等。
下面逐次介绍各个变量的具体测量：
教育，问卷询问了被访者目前的最高学历。本

研究将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的样本编码为１，本科
以下编码为０。
职业变量按照李春玲（２００３）将所有被访者的

职业按照其职业声望由高到低分为三层。其中第
一层包括：党政机关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私
营企业业主、专业人员（教师、医生、律师等）；第二
层包括：行政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业主、专业技术
人员（护士、厨师、工程技术人员等）；第三层包括：
农业劳动者、工人、营销人员、服务行业服务人员、
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者（打零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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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变量为被访者所从事工作的一年所得，包
括奖金等各种收入，并做了对数变换。
婚姻变量包括已婚、离婚、丧偶和未婚或其他

四个类别。健康变量测量了被访者对健康的自我
评价，分为较好、一般和差三个类别。宗教信仰，这
个变量测量了被访者是否有宗教信仰。信仰佛教、
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或其他宗教的样本编码为

１，没有宗教信仰编码为０。政治面貌，这个变量测
量被访者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共党员的样
本编码为１，否则编码为０。户口变量包括本市非
农业、外市非农业、本市农业和外市农业四个类别。
助人行为，本文中助人行为用三个变量来测量。
（１）过去一年给陌生人提供帮助（如，让座、指路）行
为，如果被访者回答“较多”或者“经常”则编码为

１；否则编码为０。（２）过去一年给乞讨者提供帮助
（如，赠送钱物），如果被访者回答“较多”或者“经
常”则编码为１；否则编码为０。（３）你会帮助社区
里的其他人，如果被访者回答“比较同意”或者“完
全同意”则编码为１；否则编码为０。城市特征，这
个变量测量了被访者所在城市的志愿文化氛围。
其中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方面政策法规的城市或者

在执行中央政策上有突破的城市编码为１，其他城
市则编码为０。社区特征，本文用两个变量来测量
社区特征。（１）社区类型，分别为商品房、老旧、单
位大院和保障房社区。（２）社区内志愿组织数量，

其取值为从０至１９个。
（三）基本描述
表１和表２给出了本研究所用变量的描述统

计结果。在全部被访者中，有６５．３２％的被访者过
去一年捐过钱，平均捐款额度为２１７．４２元，占平均
收入的０．６７％。本次调查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４０．２岁，其中女性被访者占４４．０４％；１１．６１％的
被访者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不包括非全日制本科）；

８４．７１％的被访者为已婚；２．９３％的被访者健康自
评为差；６．３０％的人有宗教信仰；３０．１９％的被访者
为中共党员；每个家庭在困难时拥有能够提供帮助
的人数平均为２．８７人。在被调查者中，４９．７９％的
人表示在过去一年经常或者较多次给陌生人提供

过帮助，但是仅有２０．８５％的人表示帮助过乞讨
者。２７个城市中，１８个城市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法
规或者在执行中央政策上有突破。

表１　连续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捐款额度 ２１７．４１５　 １１２１．２２６

年龄 ４０．２３６　 ９．１４３

工作收入（元／年） ３１９９３．６６１　３６６８３．２３３

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２．８７２　 ２．３５１

本社区内志愿组织数量 ３．８７７　 ３．０９２

被访者在本社区内居住时间（年） ９．７７１　 ８．６８２

表２　分类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样本百分比（％） 变量 样本百分比（％）

性别（男） ５５．９６ 党员

婚姻 　是 ３０．１９

　已婚 ８４．７１ 　否 ６９．８１

　离婚 ４．７５ 户口

　丧偶 １．２３ 　本市非农业 ８７．４１

　未婚或其他 ９．２２ 　外市非农业 ５．０９
住房（拥有有产权的住房） ６５．１８ 　本市农业 ３．４０
志愿服务参与（是） ４７．４８ 　外市农业 ４．１０
健康自评 互助行为

　较好 ６９．５１ 　过去一年给陌生人让座、指路等帮助（较多、经常） ４９．７９

　一般 ２７．５９ 　过去一年给陌生人让座、指路等帮助（一般、较少、没有） ５０．３６

　较差 ２．９３ 　过去一年帮助乞讨者 （较多、经常） ２０．８５
教育 　过去一年帮助乞讨者 （一般、较少、没有） ７９．２９

　本科以下 ８８．３９ 自己会帮助社区里其他人（比较同意、完全同意） ５２．６０

　本科或以上 １１．６１ 　自己会帮助社区里其他人（很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 ４７．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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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样本百分比（％） 变量 样本百分比（％）

职业 城市法规

　第一层 １９．３０ 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或在执行中央政策上有突破 ６７．４９

　第二层 ３４．２０ 　没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 ３２．６８

　第三层 ４６．５０
宗教信仰

　有 ６．３０

　无 ９３．７０

四、计量模型与估计结果

本文利用Ｔｏｂｉｔ模型来探讨个体的社会经济
地位和捐款额度之间的关系。Ｔｏｂｉｔ模型是受限
因变量模型中常用的一种，适合处理因变量有大量
删失值（比如：很多人的捐款额度为０）的数据。

Ｔｏｂｉｔ模型可以用如下关系表示：

ｙｔ＝
ｘｔβ＋ｅｔ　　ｉｆ　ｘｔβ＋ｅｔ＞０
０　 ｉｆ　ｘｔβ＋ｅｔ≤｛ ０
ｔ＝１，２，…，Ｎ

其中Ｎ 为样本量；ｙｔ 是因变量；ｘｔ 为解释变
量；β为待估计的参数，ｅｔ 为误差项。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相比，Ｔｏｂｉｔ模型充分有效地利用了“人们是
否提供过捐赠”及“不同捐款人投入不同捐赠金额”
这两部分有效信息。表３给出了Ｔｏｂｉｔ模型的估
计结果，包括各个变量的估计系数、标准误差和边
际效应。
表３的模型结果显示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三

个指标：教育、收入和职业均与捐款额度之间有显
著的正向关系。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捐
款额度越大。

（一）个体教育水平与捐款额度的关系
个体教育水平的边际效应为０．６９，即，具有本

科学历的城市居民比没有本科学历的城市居民平

均而言多捐赠６９元。Ｂｒｏｗｎ和Ｆｅｒｒｉｓ（２００７）研
究发现在美国具有大学教育的人比没有接受大学

教育的人平均每年会多捐赠３３４美元。由此可见，
大学教育对美国公民捐赠行为的影响更为强烈。
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捐赠主体的格局不同，美国

８０％左右的捐赠来自个人，而中国现阶段是企业等
法人组织占主导。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公益是
一种从传统的宗教慈善发展而来的文化符号，是公民
自发的一种亲社会行为。包括在申请某些大学时，除
了学习成绩，公益参与也是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

进一步细分不同捐款领域进行分析发现，无论
何种教育水平的被访者，救灾都是其捐款的主要流
向，这和被访者的教育水平没有关系。具有本科学
历的被访者在教育领域的捐赠显著高于其他被访

者，而没有本科学历的被访者在宗教领域的捐款显
著高于有本科学历的。这表明与国外研究发现类
似，教育对慈善捐赠的影响可能随着捐赠领域的不
同而有所差别。

（二）个体工作收入与捐款额度的关系
个体工作收入与捐款额度之间也有显著相关

关系。个体工作收入每增加１％，平均捐款额度会
相应增加０．２５％。此数值低于美国的收入弹性
（Ａｕｔ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但是高于荷兰的（Ｂｅｋｋｅｒｓ，２００４）。
进一步以“个人过去一年捐款额度占工作收入

的比例”为因变量，且加入收入平方为控制变量做

Ｔｏｂｉｔ回归分析发现，变量“工作收入”的系数为
“－８．３２”，“工作收入平方”的系数为“０．３９”，均在

０．０１水平上显著。这显示了典型的收入和捐赠之
间的Ｕ型曲线关系，表明在年龄、教育、职业等其
他特征一样的情况下，工作收入较低的群体所捐赠
的钱占其收入的比例要高于某些中间阶层。此发
现与美国以家庭为单位的研究结果一致。遗憾的
是，由于本次调查只询问了被访者本人的捐款，没
有办法探讨中国家庭捐款额度占家庭总收入比例

与家庭总收入的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Ｕ型曲线，我们可以通过

分析现阶段中国捐款的流向领域而得到启示。当
询问捐过款的被访者“过去一年中，您为下面哪些
领域捐过款”时，６３．２３％的被访者首选救灾，

９．０２％的首选扶贫，５．０３％首选助老助残。即，一
共有７７．０７％的捐款人首选救灾、扶贫和助老助
残。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救助处于灾难穷
困中的人、失依老人、残疾人早已成了中国人约定
俗成的道德规范。因此，作者认为在中国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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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社会经济地位与捐款额度的Ｔｏｂｉｔ模型结果
自变量 系数 标准误差 边际效应

年龄 ０．３７１＊＊ ０．１５２　 ０．１４３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类别） ０．０１１　 ０．３１１　 ０．００５
住房（以“不拥有有产权的住房”为参照类别） ０．６１４＊＊ ０．３４６　 ０．２２３
志愿服务参与（以“没有参加”为参照类别） ３．４７１＊＊＊ ０．３１２　 １．２８１
婚姻 （以“已婚”为参照类别）

　离婚 －０．２７１　 ０．６９１ －０．１０１
　丧偶 －０．５４１　 １．４３１ －０．１９５
　未婚或其他 １．０７１　 ０．６６１　 ０．４１５
教育（以“本科以下”为参照类别）

　本科或以上 １．８６１＊＊＊ ０．４７４　 ０．６９５
工作收入 ０．６８１＊＊＊ ０．２４５　 ０．２５３
职业（以“第一层”为参照类别）

　第二层 －１．３２１＊＊＊ ０．４２５ －０．５２６
　第三层 －１．７６１＊＊＊ ０．４４２ －０．６８３
健康（以“较差”为参照类别）

　较好 ０．９８１　 ０．８７１　 ０．２３４
　一般 ０．７６　 ０．９９　 ０．１４５
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 ０．２８１　 ０．３６１　 ０．１０３
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 ０．１６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在本社区的居住时间（年）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５
宗教信仰（以“无宗教信仰”为参照类别） １．０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３７０
政治面貌（以“不是中共党员”为参照类别） １．１５１＊＊＊ ０．３４５　 ０．４３７
户口（以“本市非农业”为参照类别）

　外市非农业 －１．２７１＊ ０．７３６ －０．４４７
　本市农业 ０．１３１　 ０．８３４　 ０．０５６
　外市农业 ０．２１１　 ０．７９４　 ０．０８３
互助行为

　过去一年是否给陌生人提供过帮助 ０．７１１＊＊ ０．３２２　 ０．２６６
　过去一年是否给乞讨者提供过帮助 ０．１８５　 ０．３９２　 ０．０７３
　你会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 ０．４０１　 ０．３０３　 ０．１５５
城市政策（以“没有城市有地方性志愿服务法规”为参照类别） －０．０６１　 ０．３３１ －０．０２５
社区类型（以“老旧社区”为参照类别）

　商品房社区 －０．２０１　 ０．４２１ －０．０７６
　单位大院 －０．５０１　 ０．４３７ －０．１９１
　保障房社区 －１．５４６＊＊＊ ０．４６６ －０．５７６
居住社区内志愿组织数量（个） －０．１９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５
常数项 －１５．９５１＊＊＊ ３．９５１ —

观察值数量 １８９９
伪Ｒ２ ０．０４４

　　注：（１）＊ｐ＜．１；＊＊ｐ＜．０５；＊＊＊ｐ＜．０１。（２）因变量的单位为百元。

多数的捐款行为具有道德规范性，不捐款者会感受
到来自周围人的压力或者自己内心的“不安”，这些
压力将驱动低收入者去捐款，而且捐款的数额也需
要符合某种最低标准。所以，我们看到在一定收入
范围内，人们的捐赠金额随着收入的增加缓步上
升，但实质上的捐赠占收入的比例并没有提升，而

是最终呈现出Ｕ型曲线的关系。
（三）个体职业与捐款额度的关系
职业对捐款数额的影响亦是明显的。三个职

业层次之间呈现一种递进的关系。职业处于第一
层次个体的捐赠额度大于职业处于第二及第三层

次的个体。同时，职业处于第二层次个体的捐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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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略大于职业处于第三层次个体。进一步分析
处于第一职业层次被访者的单位类型，发现

１９．０１％为党政机关、４０．３４％为国有事业、１１．１７％
为国有企业，即，７０．５２％的被访者在体制内工作。
毕向阳等（毕向阳、晋军、马明洁、何江穗２０１０）研究
发现：后单位制时代，体制动员因素在捐款方面保持
着显著的效力。因此，职业与捐款之间的显著关系，
可能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尚存的“单位人”效应。

五、结论

本研究利用来自中国２７个城市的微观数据讨
论了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慈善捐款行为的关系，发
现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慈善捐款行为有显著正相

关关系。
（１）个体教育水平的边际效应为０．６９，即平均

而言，具有本科学历的被访者比没有本科学历的被
访者每年多捐赠６９元，其结果在０．０１水平上显
著。（２）个体工作收入与捐款额度之间有显著相关
关系。捐赠收入的拟弹性系数（ｓｅｍｉ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为

０．２５，即，个体工作收入增加１％，平均捐款额度增
加０．２５％。（３）职业与捐款之间亦有显著相关关
系。处于第一职业层次的被访者比处于第二层次的

被访者平均多捐赠５２元，比处于第三层次的被访者
平均多捐赠６８元，其结果在０．０１水平上显著。
由于本文是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视角来解释慈

善捐赠现象，因此同时包括了教育、收入和职业三
个变量。但是正如本文所展示的，每一个变量同捐
赠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复杂，比如：教育对慈善捐赠
的影响可能取决于捐款领域。因此，笼统的结论可
能掩盖了很多有意义的细节。故进一步聚焦解释
视角、细分捐款领域和捐款途径进行分析是必要
的。正如Ｌｌｏｙｄ（１９９３）所阐明的观点一样：慈善
捐赠与一个国家的文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国家历
史、经济、政治和宗教力量的综合产物。因此，未来
的研究中，从文化资本的视角对个体慈善捐赠进行
解释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从捐款流向分析慈善
捐款的再分配功能、探讨税收优惠对慈善捐赠的激
励效应都是值的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研究主要有如下两个缺陷：第一，数据中

２７个样本城市的实际生活成本存在较大差异，但
是由于没有合适的数据，本研究所用的收入变量没
有经过生活成本指数调整。第二，由于缺乏相关数
据，本文只研究了正在工作的被访者的捐赠行为，
所得结论显然与全部人群有一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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